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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言的最后补充三点中的第一点。

②　西谚有云：因手中有锤，故万物为钉。

③　本文基于译文忠实传达原作内涵的设定。当然并不是说笔者的理解已经完善，本文只是提出精读该书时需要注意

的问题和思路，认知还要深入、提升和拓展。

经济增长统计的一个范本

———阿吉翁《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述评

邱　东，郭同济
（江西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吉翁等人于２０２０年出版的经济

学力作。本文拟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做一述评，其中，第一部分至第六部分主要是对阿吉翁等人书中经济增长

统计的内容做摘要转述，第七部分至第十一部分则以笔者的经济统计学评论为主。主要观点如下：第一，

ＧＤＰ数据内涵与纯市场理念下的定量分析研究实质上相悖，在全球化时代“国外账户”是宏观经济平衡核算

不可或缺的项目集合；第二，全球生产链中不同“链位”国家受到的增长约束不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全球化

绝对不是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第三，“创造性破坏”净效益的测度需要特别注意长期成本与短期成

本、潜在成本与显在成本的充分比较；第四，经济统计学发展的失落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经济学科群自身的结

构性缺陷，只有树立避免“测度陷阱”的自觉意识，才能切实打破经济统计学科的“历史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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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以下简称《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吉
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ｇｈｉｏｎ）等人于２０２０年出版的经济学力作［１］。该书采用“熊彼特范式”（“创造性破坏范式”）探
讨与增长过程相关的经济和社会谜团、问题①。本文拟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做一述评，第一部分至第六部分主
要是对阿吉翁等人书中经济增长统计的内容做摘要转述，第七部分至第十一部分则以笔者的经济统计学评
论为主。

一、专业偏好②与“以偏执对冲偏执”

从经济统计学专业视角出发来做判断③，《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一部常规经济统计分析的、难得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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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体而言，是经济统计学中经济增长统计的一个范本①。这并非笔者基于专业偏好套裁而得出的妄言，
该书的副标题，直接点出了动态和存量，联系“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ＩＡＲＩＷ）的专业组织名称，可知其与国民经济统计的直接关联。
在引言的最后，阿吉翁等补充提出了三点，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正与经济增长统计密切相关，表明了作

者的专业自觉。阿吉翁等强调，……第二，在分析和推理的表述中将依据：（１）启发性的经验证据，意指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性；（２）更靠近因果解释的经验证据，包括利用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借助
自然实验或随机实验等方法②（有关经验事实只是启示性的，还是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选择用众多
图表来描述某些论证，目的是让不那么直观的内容变得更清晰、友好和有趣。
再查看阿吉翁等该书部分章节测度内容的安排及其结构特征：第一章第一节，测算各国的财富；第一章

第四节，创造性破坏：现实；第四章第一节，对竞争的测算；第五章第一节，如何测算不平等；第六章第三节，生
产率增速的测算不准确。在上述章节中，阿吉翁等较为集中地阐述了经济测度的专业内容：不同类型的测度
方法（指标）的定义、测度意义、计算基础数据和解读结果数据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应用场合、数据例说和经济
学分析。这些正是经济统计方法论的内涵，笔者曾做过专门的论述［２］。
笔者注意到并愿意提请读者注意，经济学著作的内容结构通常存在以下两个与经济测度相关的特征：第

一，经济学论著通常是先讨论测度，再做实证和理论分析，这是实证研究不变的序。第二，越是经济学新分支
的论著，经济测度的内容占比就越大，例如马丁·拉瓦雷教授的《贫困经济学：历史、测度和政策》［３］。
笔者之所以刻意强调经济学著述中的经济统计内容，是因为不少经济学人在研究中往往忽视其不可或

缺的基础作用，忽视了基本逻辑的切实链接，越过了对变量的深究便专注于“跑模型”，对经济统计学处于相
当程度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将知己知彼的致胜底线（大道理）虚置，故而需要以偏执对冲偏执。

二、财富测算指标
阿吉翁等首先交代了ＧＤＰ统计的某些共识。人均ＧＤＰ之所以重要，因为亿万人类的物质福利水平与

自己所在国家的该指标水平密切相关。人均ＧＤＰ便于做跨国比较，不仅是给定时间的比较，还可以做跨时
期的比较。要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某些国家凋敝，为什么各国之间财富分配如此不平等，弄清楚人均
ＧＤＰ增长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
阿吉翁等关注“效用”的增长，效用意指在一个国家里有用的，或者说能带来福利的东西。许多效用在产

品或服务市场上交易，由此被纳入了ＧＤＰ的核算，但有些效用不属于此类。阿吉翁等以互联网订票、智能手
机拍照为例指出了没有计入ＧＤＰ的效用，还有技术进步，例如牙医服务使患者轻松，同样没有反映在ＧＤＰ
中。那么我们能否采用其他方法对之加以测算？阿吉翁等例示了三方面：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
生活满意度，例如丹尼尔·卡尼曼教授与安格斯·迪顿教授的研究曾强调，国际比较显示人均ＧＤＰ与生活
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４］。方法之二是测度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如新产品和新活动的数量，以及
创新的类型，如绿色创新。方法之三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
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

三、“创造性破坏”的测度③

阿吉翁等认为：“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个概念④，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的现实。我们能从新产
品和新技术的出现中感受到它。”
阿吉翁等书中列示了测度“创造性破坏”的指标，主要包括：（１）创新密度———国家（地区）每年申请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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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ＯＥＣＤ曾出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其中也比较系
统地阐述了经济增长的统计指标。

是否如此，还需要精读此书。笔者阅读后发现，该书的论述还是以常规方法为主。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国内有不同译法，笔者特别选用了“测度”二字。

概念本身也有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例如，笔者曾将“创新”（创造性破坏）定义为“知识产权破坏”，因为创新正是可以让已
有的（在位的）知识产权贬值，从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辩证关系看，笔者的定义更强调了二者相反相成的一面，这样在
指标合成处理时，就不能将二者都绝对地看作正指标。



利数量；（２）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与创新密度的相关关系（是否正相关）；（３）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
退出市场）；（４）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①；（５）新创企业②创造的净新增就业③的占比；
（６）就业增长率与企业年限的关系；（７）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④；（８）用企业创造率（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与企
业破坏率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９）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密度；（１０）工厂规模与工厂年限的关系及其
国际比较；（１１）不同年限的企业中就业所占的份额及其国际比较；等。

四、竞争程度的测算
阿吉翁等在第四章第一节介绍了测度竞争程度的四种指标。
第一种测算指标是勒纳指数（Ｌｅｒ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大多数时候，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为

评估这种中间状态，“实证研究者”⑤喜欢（如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和 Ｎｉｃｋｅｌｌ等开创性研究成果）
采用的竞争程度测算指标是勒纳指数［５－７］。在企业层面，勒纳指数的定义是：用１减去某企业的净利润与附
加值之比。该指数越接近１，企业的垄断租金就越少，表明市场上有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个产业的竞
争程度则对应该产业所有企业的勒纳指数的加权和。
第二种测算指标是新企业进入率（或创造性破坏率），具体定义为企业（或就业岗位）的进入率和退出率

的平均数。该指标便于我们用来检验熊彼特范式，它预测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率之间有正向关联。如该书第
一章所述，在年度平均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欧洲地区，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第三种测算产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是产业生产的集中度。集中度由产业中最大几家企业（以销售额或就

业人数排序）在全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代表，该份额提高时，集中度随之上升。
利用集中度指标测算竞争程度时需谨慎，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误解，有些产业部门只有一家企

业，但用勒纳指数测算仍极具竞争性。此类产业部门被称为“可竞争市场”⑥，意指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进入
成本不高（退出成本也不高），因此“在位企业”的任何涨价行动都将很快引来生产相似产品的其他企业进入。
由此涉及第四种⑦测算竞争程度的指标，即市场的可竞争性，其计算方法是，当某个市场的“在位企业”

把价格提高到“限定价格”之上时，引发新企业进入的概率。

五、增长背景下的不平等测度

阿吉翁等强调，提及不平等时，需要关心的第一个问题⑧是，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何种类型的不平等［８］？
收入不平等有多种测算方法，它们的含义大不相同。首先，有测算不平等的广义指标，反映一国整体上距离
完全平等的状态（所有人的收入均相同）有多远。第二种测算不平等的办法是关注收入分配顶层的不平等程
度。最普遍采用的顶层不平等指标是观察收入最高的１％群体中总收入的份额，计算方式很简单。美国该
指标在１９８０年之前下降，自那以后便迅速上升。第三种测算收入不平等的办法具有动态性质，它反映社会
流动性⑨的大小，即子女拥有与父母相似的收入水平的概率。子女收入水平与父母的关联度越高，一国的社

５

邱　东，郭同济：经济增长统计的一个范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数据来源：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

根据“一年原则”，定义为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

创新企业既创造工作岗位，也摧毁工作岗位，故而需要计算二者抵消后的净值。

用来揭示“不进则退”的现象。

理查德·斯通讲述英国经济统计历史时用过这个概念，皇皇巨著名为Ｓｏｍ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６５０－１９００。
“可竞争市场”的概念由鲍莫尔等提出，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Ｂａｕｍｏｌ，Ｊｏｈｎ　Ｃ．Ｐａｎｚａｒ，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Ｗｉｌｌｉｇ．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ｏｅ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Ｊｏｖａｎｖｉｃｈ，１９８２。
这种叙述交代了一个路径，经济统计的水平由此而深入、提升和拓展，研究因此而升华。

涉及经济测度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笔者在文献［８］中做过专门阐述。

是否具备社会流动性（动态不平等），关键在于创新效益在技术精英与在位资本（如金融资本或产业资本）之间如何分配，

表面上看，创新收益使得技术精英获益，但高科技公司的股东可能获益更多，技术精英获益或许有助于加大社会流动性，

而资本获益则未必。这样在测度流动性和不平等时，对此二分我们就需要加以关注。技术精英与在位资本的收益分配博
弈，也可以看做不同类型资本（如芝加哥资本、华尔街资本与硅谷资本）间博弈所表现出来的矛盾。



会流动性就越小。北欧诸国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低，而社会流动性最高，反过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
国）在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高（极端）水平，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严重，而社会流动性最低。由此引发国势学问
题的深度思考，究竟谁是现代文明的代表？
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不平等与动态不平等之间的正向关联：“最小平方线”———代表

各点与趋势线之间距离的平方和的最小值———明显向上倾斜。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一国的社会流动性越高，
其收入不平等就会越小。经济学家们借用菲茨格拉德小说的经典人物，一个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实现美国梦
然后走向幻灭的百万富翁，将其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Ｇｒｅａｔ　Ｇａｔｓｂｙ　Ｃｕｒｖｅ）”。这条曲线告诉我们，文
学与经济统计指标竟然可以如此相近！

六、生产率增速的测算陷阱

在过去的４０年里，以专利数量（创新密度）测算的美国创新步伐有所加快，那为什么生产率增速没有充
分反映创新的加速呢？一种很自然的解释是，创新率与生产率之间的分化说明存在“测算问题”。而且这一
问题在最近几十年来，尤其是２１世纪之后变得更为严重。
首先是ＧＤＰ计算方法本身就存在测算问题。（１）不能很好反映服务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品种与日

俱增的现实。（２）传统定义的ＧＤＰ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使用方式的改变。例如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照片成
了“非市场产品”①，绝大多数摄影不再是生产性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不体现在ＧＤＰ和生产率的指标中。
更一般地，数字技术刺激了众多非市场产品和服务，如免费网站和开源软件，取代了传统百科全书或商业软
件等付费产品和服务，没有纳入ＧＤＰ测算。（３）ＧＤＰ还难以反映质量的改善，如手机将各种功能集成，还会
导致相关产品的销售减少，从而使ＧＤＰ的测算值减少。其次是生产率增速测算的陷阱。为什么测算智能手
机等新产品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如此困难呢？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价值链的国际化，设计、研发和市场营
销与部件生产及实物组装分离。还有，许多数字服务的无形性质使我们难以把特定活动与固定地域联系起
来，这为跨国公司的税收最优化（例如在真实交易发生地“不发生”支付，或操纵集团内部的定价，使高税收管
辖地的分支机构“发生”财务亏损等，实质就是避税）提供了便利。
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时滞因素，测算近期创新对增长的影响面临困难。第二，计算机质

量的改进、软件质量的改进、无形投资以及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等，都容易造成生产率测算上的遗
漏。第三，创新程度高低不同，对指标选择也会有所影响，涉及指标的适用场合。例如，在创新程度较低的地
方，用专利数量测度创新与其生产率增速密切相关，反之，则看不到如此密切的联系。第四，有时较难从价格
涨幅中区别出基于机器质量改进的部分与通货膨胀的部分。采用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方法②往往容易忽略质量改进
因素的影响。
阿吉翁等还探讨了遗漏的增速如何测算，即将之定义为“真实增速”与“测算增速”之差。这里需要人为

地设定一个增长率基准，假设其真值可知，也就是在各要素（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增
速，例如，将潜在增长率定义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率（只考虑劳动力要素的充分利用）。阿吉翁等给出了
美国在不同年份四个阶段的遗漏增长率估计数值。

七、国民核算主体账户的结构确认

我们应该看到，国民核算体系结构的设定与“华盛顿共识”也存在关联。究竟如何看待约翰·威廉姆斯
命名的“华盛顿共识”？第一，为什么谋求增长的各国都应该采用同一套增长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就此采取一致的立场，依据何在？第二，如果说，经济稳定化、市场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是
共识三条关键的准则，那么，华盛顿共识与政府在增长中的作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第三，阿吉翁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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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还可能引发是否需要进行估算的测度问题。例如，手机拍照主要是自己给自己生产照片，阿吉翁等人的判断与经济
统计的生产范围处理并不一致，某些类型的“自产自用”在产值指标计算中是可以归入生产范围的，例如，农民为自己生产
的口粮也算作生产。

该书中译本将之称为“填充法”，别的文献则称之为“模拟法”、归因法等。



这些政策建议并非来自某个既定理论架构的系统论证，这个判断是否意味着其隐含矛盾的可能性？
奥地利学派理论中隐含着“纯市场”假设，试图用高度集中的指令去搞计划经济，这一乌托邦被社会实践

否证了，而纯市场则是另一种乌托邦，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曾经搞过纯粹的市场经济，纯市场仅仅
存在于“扶手椅理论家”的书本和观念中。我们应该意识到，ＧＤＰ数据内涵与纯市场理念下的定量分析研究
实质上相悖（处于悖境）。这涉及对ＳＮＡ核算架构的根本性质疑，其五大“行为主体账户”的设计究竟如何？政
府究竟是不是市场行为主体之一？

阿吉翁等的观念并没有受到华盛顿共识的束缚，政府是其“黄金三角论（市场、政府与民间社会）”中的一
角，不可或缺。阿吉翁等对政府在创新中三大角色的设定是：（１）政府的创新投资人角色；（２）创新的产权保
护者角色；（３）政府维护竞争市场的双重角色：针对反对创新的联盟，政府保证竞争与新创新者进入的自由，
保护雇员免受工作岗位消失的潜在危害。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倘若真实地考察历史）中，政府始终是一
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充斥了政府在市场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事例。美国政府就非
常到位地充当了创新投资人的角色，美国人工智能的领先发展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①（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ＤＡＲＰＡ）的作为高度相关。
阿吉翁等的“黄金三角”与ＳＮＡ的“五大行为主体账户”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从该书的阐述可以看

出：“民间社会”恐怕包含了“居民户”与“非政府组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ＧＯ）”，政府应该是
“广义政府”，即ＳＮＡ中所强调的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里要注意，政府并不仅仅是行政部门，还包括立法
和执法部门等。而“市场”作为“企业”的代名词，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习惯用法②，这样，阿吉翁等的“黄金三
角”就相当于ＳＮＡ的国内部门，五大行为主体中的四个，但没有包含ＳＮＡ虚拟构建的“国外”部门。在全球
化时代，“国外”也是经济体中的一个“行为主体”，“国外账户”专门记录核算一个经济体与各国的经济往来，
是宏观经济平衡核算不可或缺的项目集合，国际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尤其如此。

八、安格斯·麦迪森的长期序列ＧＤＰ数据

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③是长期国民核算的开创性著作，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
平和世界人口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就麦迪森的工作成败而言，最为关键的是相关基础数据的“可得性”，
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段的基础数据差异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法，这项估算需要做出相当多的假设，从而进行
横向和纵向的交叉对比。阿吉翁等认为，麦迪森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使我们能够修订对西欧国家长期
经济增长的认识。
麦迪森教授的工作也可以引发许多相关思考。著名的人均ＧＤＰ长期曲线：长期横平（被解读为发展的

停滞），到了１８２０年突兀地近乎垂直地拔起。是不是用一种基于“唯效率论”的测度结果？过去长期发展过
程中新增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增长”？（因人口增加而导致人均ＧＤＰ水平的不变或微小涨幅有没有
福利等意义？）在效率之外，陈志武教授还特别强调了风险减少的意义［９］，能否作为一个考察和测度维度？
在解读指标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某个指标揭示了什么，那它必定同时也掩盖了什么，揭示的能量越

大，可能掩盖的能量也随之而加大。数据结果如何关键在于确权，我们的测度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用
某种先验认定代替了真正要测度的对象？是否存在测度风险？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相关论述中，专家往
往会提醒我们，数据结果仅仅具备“统计意义”。如何理解这个忠告？笔者以为，统计结果即意味着，这是在
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各种操作中“误测风险”最小的，无非是成本最小化的一种操作，并不是精确的定量
结果。
凯恩斯先生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这句名言挑明了他对短期危机调控的坚持，也揭示了ＧＤＰ长

期测度对生命的某种隐含态度。经济危机或许可以“自然”地消除，放手让市场（其实是企业）去波动，周期自
有其起伏，然而致命的关键在于，穷人等不起，如果没有救命措施，代价就是好多底层人的性命。福利政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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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震慑是其主要功能之一，或可译成“达怕”？

这种代用值得深究和商榷，笔者将在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的《“使女”的揭露，当代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中做专门阐述。

２０１０年以后，格罗宁根大学发起“麦迪森项目（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以延续这项估算工作。



许让穷人变懒，但这种指责混淆了“要不要搞底层福利”（ｗｈｙ问题）与“如何搞底层福利”（ｈｏｗ问题），认定
底层福利政策注定弊大于利，是精英视角的无情判断。对资本主义逻辑而言，“罗斯福新政”的确是个异数。
但这种定位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核心诉求与民主在本质上无法兼容，毕竟真正由民众主事的社会决不
会听任收入分配趋于极化，皮凯蒂教授的收入分配格局剖析恰恰揭示了资本社会的这一致命弊端［１０］。

九、基于国势学视角对后发国家增长的拓展思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
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ｎｏｗ　ｎ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①。”这话确实非常有
道理，国家都是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也只有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才成其为一个国家。国势学从来都应该基于
国际视角，最好是全球视角。例如要了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必须将美国放在其与欧洲的关系中
去深刻认知；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必须将美国放在其与全球的关系中去认知，才可能略显端倪。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列强争霸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无论哪个学派，往往仅仅注

重欧美发达国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注意不够，那么多贫穷国家，只能作为世界背景而存在，诸多国际关
系的宏论实质上是“雄国史观”的理论版。
最近一轮全球化以来，出现了所谓“新兴经济体”，应该认识到，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一部分发展中国

家“先富起来”，是世界发展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然而，这种增长出乎欧美发达国家精英的意料，他们对新兴
国家的增长能力估计严重不足，以至于对所谓“新兴”趋向严重不适。对希望独霸全球的美国政治精英而言，
他们非常反感新兴经济体出现对“二战”后国际格局②（基于美国及西欧老牌帝国裁定的规则）的影响［１１］。
如果这个新增长格局能够继续维系，那么发达国家精英对世界发展的认知就需要做出校正，只懂得发达

国家，虽然多于李普塞特所说的“一个国家”，也还是没有懂得发展中国家，也就没有真正懂得发达国家自己。
发达国家原先设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唯有效仿西方，但只能远远地跟随，距离缩短一些，就会让先进
者内心极度不适，似乎贫穷国家实在不配与他们为伍。富国精英往往将“发达”视为一种“俱乐部现象”，会员
资格是极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他们自认为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又有工业革命的加持，从而
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当然成员。至于后发国家能否入会，就不是国家间平等原则所能解决的，至少在程序
上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国际关系的作用
往往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富国更多地受益于“正外部性”，而贫穷国家则更多地受制于且受损于“负外部性”。
典型的事例是，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加快了“非清洁生产线”外移的步伐，使得碳排放总量大
国的排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后发国家排名前移，而发达国家的名次开始下降。
在该书第九章，阿吉翁等给出了一个“污染天堂”的概念，“该术语是指，这些国家专注于开展污染性经济

活动，或者引进专注于污染生产和创新的跨国企业。此类企业不能在良性循环的国家开展经营，但可以转移
到‘污染天堂’。再借助自由贸易，它们可以把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追求良性循环的国家。”这里，有的
国家是追求“良性循环”的，有的似乎在追求“恶性循环”，难道不同的追求真是出于自由贸易原则吗？难道真
是不同国家的行为偏好不同吗？所谓“天堂”究竟是谁的天堂？阿吉翁等的论述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却也需
要进一步追问。
我们应该看到，全球生产链中不同“链位（ｃｈａ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国家受到的增长约束不同。因此，阿吉翁等的

“黄金三角”对发达国家或许可以成立，但对发展中国家则并不充分。或者说，后发国家政府还需要充任其第
四功能，在国际竞争中尽可能起到保护本国企业免受超级跨国公司的压倒式“竞争”。哪怕发达国家的政府
不干预该国与本国的经济往来，后发国家政府也必须出面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因为本国企业与超级跨国公
司压根儿不在一个等级上竞争，此时要求二者都自由竞争，实际上是放手让超级跨国公司来剪羊毛。先进国
家压制后发国家往往采用“枪打出头鸟”的策略。所谓ＧＤＰ的７０％预警线，越是新兴经济体，受到的打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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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钱颖一先生的“比较译丛”序，载参考文献［１］。

在参考文献［１１］第二章，作者做了剖析，即便采用包含了测度陷阱的ＧＤＰ指标，如果能打破“雄国史观”的局限，也还能得
出某些新的认知。



残酷。由此应该警觉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并不仅仅是该国经济内部存在欠缺和短板，分析时还应
该注意到外在大国对该国的阻断作用。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全球化绝对不是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任何“高端”发展中国家态势都与美国作为全球操控者密切相关。即便是极少数

几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地缘政治因素，只有得到美国的首肯，才可能有那么大幅
度的持续增长。发达国家并不真心认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他们在内心里并不愿意穷国与富国“对齐”，
不想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富国俱乐部，他们内心认定，这个地球上富国已经足够多了，通过“二八定律”①等说
法，他们将地球上不同国家间的这种巨大财富差异描述为客观现象，以表现该畸形结构存在的法理性。他们
甚至公然反对贫穷国家对国家振兴的努力，典型的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公开提出，中国人过上美国人
的日子是一种灾难。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截然相反，倒与这些年来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极限打压一脉
相承。
阿吉翁等对世界发展持乐观主义态度，他们相信，中国将找到自己的路径和方案，这里，所说的“将”字表

明，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径和方案。我们应该注意到作者对中国增长的评价。

十、由《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所激发的经济统计研究
（一）《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交代的有待深究的经济统计问题
阿吉翁等在书中交代了若干有待深究的经济统计问题。当我们用创造性破坏率测算竞争程度时，对竞

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符合熊彼特理论。不过，如果用租金和勒纳指数测算竞争程度，理论与实证分
析似乎存在矛盾：理论预测竞争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实证结果却相反，我们该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呢？
动态不平等（即社会流动性）与顶层１％群体的收入份额之间是否有类似的关系？阿吉翁等发现，社会

流动性越高，顶层１％群体的收入份额越低，不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很确定。创新或许是不平等
和社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阿吉翁等还谈到了绿色创新及其影响的测度。在第九章注释１９中，他们指出，“页岩气的环境影响仍存

在激烈争议，Ｒｏｂｅｒｔ　Ｈｏｗａｒｔｈ及其合作者指出，与传统天然气开采相比，水力压裂排放的甲烷至少多出

３０％，另外我们知道，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应比二氧化碳更为严重，还有，水力压裂技术也存在争议，因为可
能导致地下水污染［１］３５４。”这段话足以引发对当下碳排放测度的若干质疑。如果甲烷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更
大，为什么绿色发展只盯着碳排放指标？谁为全世界做出了这种选择？其背后的动因究竟如何？如果以甲
烷排放排序，哪个国家对大气环境变化负有更大的责任？再联系到美国气候特使克里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３日在
美国国会作证时的讲话（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会为全球减排出一分钱［１２］。我们还以为全球环境治理
那么纯粹吗？这个注释充分揭示了当下流行的碳排放测度和交易包含了至少一个重大假设，而“假设过假”
的潜在危害在于，基于其上的精确数据并无其本应具备的现实社会意义，甚至会造成负面或逆向的影响。
此外，即便阿吉翁等认可的经济统计问题，也可能需要进一步挖掘。例如在第九章，阿吉翁等注意区分

“绿色创新”和“污染创新”，并进行了定量分析。然而，指标的定义域问题（特别是其法理性）并没有真正得到
解决。一个基本追问是，人类仅仅靠“清洁生产”是否能够存活？如果不能，那么“非清洁生产”究竟如何在不
同国家间分布？基于这个追问，谁有权力确定：哪些创新是“绿色”的，或污染的？例如，石油生产和使用是污
染的，页岩气就是绿色的吗？定义不确定，又如何分类？分类存在模糊性，指标运算（哪怕最简单的加减）又
如何进行？再如对人均ＧＤＰ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的研究，笔者的评论是，第一，局部数据的结论未必能保障
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可延展或推广；第二，基于ＩＣＰ进行的国际比较在方法论上还可能存在系统偏误，会影
响分析结论；第三，利用局部基础数据的测算本身还可能存在偏误。
阿吉翁等的阐述可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估计不足，例如第三章中，关注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增加，

提及实物资本与教育构成互补性的投入等，第五章中将创新企业培训和提升员工视为社会流动性的潜在杠
杆，第八章中提出艺术领域的人力要素投入无法削减，并强调“劳动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
这些论述可能没有预料到机器替代高端岗位的人工智能大潮，没有预料到其对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巨大冲击。

９

邱　东，郭同济：经济增长统计的一个范本

① 如今早已打破了这种偏态分布，全球一半的财富掌握在８个人手中，极为畸形。



分析白领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不能仅仅着眼于技能供给角度，还需要关注岗位成本角度，由于白领薪
水高，资本用机器替代之以降低成本的动力比较强，而人工智能突破性进展恰恰为这种替代愿望提供了技术
可能。美国蓝领在前一轮全球化中大规模岗位被取代，这一事实告诉世人，在资本牟利过程中，没有什么是
不可放弃的，这对人工智能变革的替代白领岗位趋向，应该是一个预演或启示。

“创造性破坏”这个表述充分地体现了其二重性———创造性与破坏性，这一行为的净效益究竟如何，便取
决于其成本效益的充分比较，特别需要注意长期成本（效益）与短期成本（效益）、潜在成本（效益）与显在成本
（效益）的挖掘，否则，创造性破坏（创新）测度所得出的数据结果就更容易偏误。例如，需要考虑“广义成本”，
将“在位者”对“追赶者”的打压计入在内，在生产链或产业链中，不同“链位”的行为主体，其所面临的成本和
可能效益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测度时不可不察。

（二）经济统计研究的一般性问题
用常规经济统计方法专注于“事理”①，尽管计算简单，仍然能够具备其独特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而且，统

计不单单是数理方法，不能仅仅面对随机不确定性，更需要关注模糊不确定性。
从学科横向关系视角思考，经济统计与经济研究的关系何在？宏观经济学的第一章②大多讲述ＧＤＰ，曼

昆教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对ＧＤＰ总结和概述的水平可谓顶流③，ＧＤＰ计算也是一个模型———最为基础的模
型，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各方面的模型，这也是必须将宏观经济指标（多采用ＧＤＰ）放在第一章的逻辑原因。
需要思考，反过来这意味着什么？如果ＧＤＰ测度中所隐含的假设不成立，那么后续模型也会成问题，甚至出
现颠覆性问题。然而，这个“如果”的确是一种现实存在，斯蒂格利茨教授主持的经济测度报告［１３］，还有笔者
的系列评论等著述［２，８，１４－１５］，比较系统地揭示了种种测度陷阱。所以，宏观经济学可能在理论构想中成立，但
在经济现实中值得深究。
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是，注意经济统计学三大学派之间的互相促进［１６］。一个是经济统计学中“数量规

律派”与“方法论派”的协调，经济指标往往是经济模型“解释力”的外在表现。这类经济学著作不仅包括大量
的经济测度内容，还特别注重思考二者（指标测度与实证分析所用模型）的关联，如果指标测度“简化”到一定
程度，无法更为客观地映射复杂现象，对其内在关系的探讨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种关联思考对切
实链接经济的底层逻辑颇有裨益。
除了阿吉翁等的这部大作，比较突出的例子还有安格斯·迪顿教授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

的起源》，其中对测度一般理论、贫困测度和国际比较ＩＣＰ方法论都有较多篇幅的讨论［１７］。唯有在经济统计
方法论的充分讨论基础上，对健康、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才能切实到位。
阿吉翁等结合经济增长过程和后来学者（乔尔·莫克尔、蒂莫·波帕特等）的研究，在该书第八章展开阐

述了“库兹涅茨事实”④和“卡尔多事实”，并对之做出新解读。以笔者的理解，这正是起源于德国“社会统计
学派”⑤所论及的“数量规律”。从“数量规律”视角出发，也可对阿吉翁等的叙述做进一步主题挖掘：蒂莫·
波帕特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经验事实”，是否可以归结为“波帕特事实（Ｂｏｐｐａｒｔ　ｆａｃｔｓ）”？更值得注意的是，阿
吉翁等的这部著作出版于２０２０年，却没有涉及与其内容密切相关的皮凯蒂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忽视？是
否存在“皮凯蒂事实（Ｐｉｋｅｔｔｙ　ｆａｃｔｓ）”？如果将皮凯蒂所揭示的“经验事实”乃至“数理规律”纳入研究框架⑥，
阿吉翁等的研究结论是否需要修正？这些都是我们在切实理解经济增长过程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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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笔者从物理、数理和心理三种学科表述中所引发的一种表述，中文表述都包含一个“理”字，英文表述应该是什么？或许

ｔｈｅ　ｌｏｇｏｓ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本来可以用ｔｈｉｎｇ这个词，但国人往往将之局限地解读为“物”，而不是“事物”，典型的例如“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当然有人认为并不需要关于“事理”的科学，有物理学、数理科学和心理学就足够了，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不必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事理”概念的存在资格。

有的教科书第二章也是经济统计内容，主要有就业统计和价格统计，与收入统计一起，构成了经济统计的三大经典内容。

然而福祸相依，这部教科书一个突出的负面效应是：使得不少人误以为ＧＤＰ指标就这么清晰易懂。

库兹涅茨先生的著述，更应当视为常规经济统计的范本，具备了杰出的思想生产力。

该学派坚持统计学是实质性的社会科学，故而强调对“数量规律”的挖掘，苏联和日本的部分统计学者传承了该学派的观
点，而中国部分统计学者又受到了苏联和日本该学派的影响。

阿吉翁等在论述时比较注重诸“经验事实”间的一致性，那么重要事实的缺失就更值得深究。



再一是将学科方法论派理念与数理应用派理念的结合，作为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所需的高质量基础数
据的投入基础。这里涉及学科定位问题，除了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经济统计还能干点啥？即自身的优势何
在？还应该干点啥？即学科的使命何在？

（三）如何面对经济统计学的“历史终结论”
测度方法是有生命的，任何指标都需要进一步的机理挖掘，我们应该树立避免“测度陷阱”的自觉意识，

从而切实打破经济统计学科的“历史终结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经济统计学经历了“黄金三十年”，以现代
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的建立和完善为代表，学科看似到达顶峰，当时夏皮罗教授的《宏观经济分析》［１８］，四编
中专门有一编系统阐述国民核算，而库兹涅茨、斯通等学者因为国民核算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
时风光无限，似乎ＳＮＡ的创新意味着学科历史的终结：该研究的问题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剩下的工
作就是推广既定的国际标准方案，顶多定期加以小修小补。
然而福祸相依，国民核算体系的建立，为收集整理国民核算数据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也为计量经济学的

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由于国民经济统计学方法论的进步在重大突破后一时已经无望再做提升，而基
础数据的充足又让实证分析更受青睐，经济学人出于研究行为本身的成本效益比较，就很难继续坚持从事经
济统计的方法论研究。而ＳＮＡ前期研究成果则精炼到教科书中作为专业知识推广，指标和核算方法所隐
含的测度陷阱却被屏蔽掉（否则不利于推广）。久而久之，经济学人很难保持经济统计学的专业意识，或者
说，陷入了对经济统计学学科研究的集体无意识。知晓这个过程，就会明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失落从根本
上看是由于经济学科群自身的结构性缺陷。

十一、对经济统计学说史的关注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历史学的加持，包括自然科学。阿吉翁等人的书中有一个专栏２．１“国民账户的
发明”，笔者的四点评论如下：

（１）“增加税收的愿望促使配第和后来的格雷戈里·金（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ｉｎｇ）尝试测算国民总收入”，该专栏的
这句话强调了国民收入作为“税基”的内涵，而把握这一内涵，无论对国民账户信息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
非常重要。

（２）该专栏提及了国民收入统计体系之前的状况，主要是一些实物指标，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
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供政府部门作为信息参考，以利于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这个叙述与笔者的
“四大指标方法说”①相印证。

（３）该专栏突出强调了法国学者对国民经济统计的贡献，在不足两页的专栏中所占的“国别篇幅”最多，
近１２行，而英国８行、美国不到６行。其中强调了研究中几个国家的“平行开展”，而不仅仅是英美两国，纠
正了国民经济统计学说史中的唯英美偏向，但是，并没有提到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国民核算领域的贡献。

（４）在讲述英国学者发明国民账户的贡献时，该专栏将詹姆斯·米德（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ｅ）教授放在理查德·
斯通（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ｏｎｅ）教授后面，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的《国民收入与支出》初期几版，都是米德教授名列
在斯通教授前面，后来可能是因为米德教授专心去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米德教授因为其国际收支研究而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间也比斯通要早），斯通教授才排位第一作者。还有，该专栏正确地提到了凯恩斯先生
对研制国民账户工作的鼓励和建议，但没有提到凯恩斯先生亲自指导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尝试编制国民
账户［１９］。可见，作为一本主题为创新的经济学专著，在国民核算的知识产权确认上恐怕还不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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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标方法无非四种：实物指标、价值指标、合成指标和指标体系。见参考文献［８］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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